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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钟甫宁1,2,王亚楠2,刘亚洲2

(1.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2.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摇 要: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

计。 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 2010 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 2013 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

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

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

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 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

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

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

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 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
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
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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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的 30 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自然增长率由

1982 年的 14. 97译降至 2012 年的 4. 5译(《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88;2013)。 虽然农村人口

自然增长水平仍为正,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人口规模却不断缩小,从 1982 年的

8. 02 亿人口减少到 2012 年的 6. 42 亿,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由 78. 87%下降到 47. 43% (《中国统计年

鉴》,2013)。 中国农村人口总量与结构的改变对于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清晰地理解农

村人口的变化趋势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农业生产、农村组织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
人口变动主要包括由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决定的自然变动,以及由国家或地区之间人口迁移水

平决定的机械变动。 尽管近年来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是引起人口变化的主导因素,但生育

水平的发展规律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长达 30 多年后的今

天,全国人口生育率已降至非常低的水平,2012 年总和生育率仅为 1. 25,农村人口为 1. 33(《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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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13),迫于长期低生育水平的压力,中国政府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正式公布

了“单独二孩冶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目标从过去的控制人口增长逐步转向放开生育。 在这

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规律也能够为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科学参考。
人口学界对于生育水平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统计数据的质疑[1-3] 以及衡量指标的改进[4-9]。 在

数据统计误差难以消除的情况下,选择一个科学合理的生育水平衡量指标便显得尤为重要。 总和生

育率是表达生育水平高低的最常用指标,但其隐含假定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的育龄妇女具有相同的生

育模式,显然这对于时代变迁较为明显的中国农村社会并不成立,从而有可能造成对真实生育水平认

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对人口变化的长期预测。 已有研究指出,与总和生育率相比,终身生育率更能反

映育龄妇女的真实生育水平,并针对其时滞缺陷进行了改进,根据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与终身

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关系,尝试将初育年龄作为一个替代变量,用以估计终身生育率,结果得到了统

计学的强力支持[10]。 然而,由于该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汇总数据,而且数据时期

跨度较大,并没有就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将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我们在 2010 年

对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 2013 年对吉林省展开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进一

步验证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其他因素对二者产生的影响,以期

从队列视角解析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规律。

二、分析框架及模型设定

1.分析框架

常用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它是指假设一组育龄妇女队列

按照某一时期(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渡过整个生育期后(15 ~ 49 岁)生育孩子的数量。 虽然该指

标易于统计,而且能够及时反映既定时期生育水平的高低,但其并不代表任何一组真实育龄妇女队列

的终身生育水平。 相反地,终身生育率(终身生育数量),通过追踪同一年龄组育龄妇女在整个生育

期的生育情况,能够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但是其时间跨度至少需要 35 年,这对指导实践乃至预测未

来具有较强的滞后性。
总和生育率隐含假定同一时期 15 ~ 49 岁不同年龄的育龄妇女在其一生按照相同的轨迹进行生

育,显然这在社会经济文化持续变化的时代是不成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地

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 15 岁的育龄妇女在其 30 岁时的生育水平,与当前 30 岁的育龄妇女的生

育水平可能具有较大的差异,这样加总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将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明显偏差,因此以队

列视角探究农村人口终身生育水平是十分必要的,然而首先需要解决终身生育率的时滞问题。
从宏观角度而言,人口终身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生育政策的指导作用具有紧密

的联系。 然而就微观个体来说,终身生育数量可视为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计划,再到生育行为这一系列

过程的结果,育龄妇女个人、配偶、家庭及政策环境等因素也将通过影响生育过程的不同环节而导致

生育数量发生改变。 广泛意义上,能够反映生育时机的初育年龄也可视为一种生育结果,同样会受到

生育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的作用。 如果人们在制定生育计划的过程中同时考虑初次生育时机和预期终

身生育数量,那么二者很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共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两个生育结果之间具有

一定的相关性。 由于初育年龄通常先于终身生育数量而出现,若将初育年龄作为一个替代变量,估计

终身生育数量,则能够缩短终身生育数量的时滞期限,当然,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如何主要取决于二者

之间相关程度的高低。
从基本的生理规律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这两方面来看,育龄妇女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高

度相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具体而言,一个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 18 ~ 30 岁,由于生育能力随年龄

而变化,超过 30 岁的育龄妇女无法生育的可能性以及生育不健康孩子的风险逐渐加大[11]。 另外,在
人们生育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初次生育时机的选择以及期望生育数量的确定往往是同时决策的,即便

这种计划通常情况下较为笼统,而且也基本不可能严格按照计划具体落实生育行为,但是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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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多生育子女的家庭或个体不会倾向于晚生,而选择晚生的家庭或个体应该也不太可能期望生育

更多的孩子。
在决策过程中,育龄妇女及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收入水平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

素均可能影响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同时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摒弃

“多子多福冶“早生多生冶以及“男孩偏好冶等传统生育观念,更注重对孩子质量的需求,生育数量可能

较少;而受教育程度越高也意味着受教育时间越长,那么生育起始的时间则越晚。 相比于留守在农村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外出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人口,一方面可能会因为工资收入的提高而放松了养育

子女的预算约束,增加对生育数量的需求,但同时也可能由于生育孩子机会成本的上升,生活、工作不

稳定性的增强、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因素导致初育年龄的延迟和生育数量的减少。 农村女性与其配偶

的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就业状况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影响方向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譬如,男
性在家庭中占主要经济地位,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基本是男性通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而获取的,因
此其非农就业机会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收入效应可能更强。 而照看子女的任务主要是由女

性来完成,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工作,将直接导致养育子女机会成本的上升,非农就业机会对养育子女

的替代效应有可能抵消甚至超过收入效应,从而造成晚生与少生。
此外,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们在制定生育计划中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按

照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方针来划分,可以将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分为上世纪

70 年代“晚、稀、少冶政策,和 80 年代实行的“独生子女冶政策。 前者意在通过鼓励育龄女性推迟初育

年龄而达到减少生育数量的目的,后者则直接针对生育数量进行限制。 不同类型的计划生育政策将

对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的相关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地区,二者之间的

相关关系可能较弱。
2.实证模型

以上分析简要阐述了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的负向相关假说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构

建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如模型(1)所示。 其中,cfr 表示终身生育数量;mac1 为初育年龄;age 为年

龄,即样本个体在调查时点 2010 年时的年龄(对 2013 年吉林省调查数据进行换算);着 为误差项。
cfr=茁0+茁1mac1+茁2age+着 (1)

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既可能影响初育年龄又会影响终身生育数量的一组变量 X,以
观察这些变量对于二者的作用机制,试图验证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的负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

源于共同决策的结果。 首先,我们将分析除初育年龄之外其他各因素对终身生育数量的影响,见模型

(2);其次,通过模型(3)来表达上述各因素对初育年龄的影响机制,并与模型(2)中的估计结果进行

比较,初步判断各解释变量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是否相反;最后,将初育年龄与其

他影响因素全部纳入到同一模型中,见模型(4),如果与模型(1)的回归结果相比,初育年龄的影响程

度下降,则可以再次说明其与终身生育数量受到 X 中所包含变量的影响而共同变化。
cfr=茁0+茁1age+茁2X+着 (2)

mac1 =茁0+茁1age+茁2X+着 (3)
cfr=茁0+茁1mac1+茁2age+茁3X+着 (4)

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严格意义上是指已完成整个生育期女性初次生育时的年龄和生育子女

的数量;在本文的分析中,受教育程度是指观测个体从小学一年级起到终止学业的年数;虽然本文所

使用的数据仅相当于一年的截面数据,且没有询问样本个体在生育子女前后的就业状况,但是我们可

以根据“最早外出打工年份冶变量与第一个子女出生的年份进行比较,确定初次生育之前是否具有外

出打工的机会。 如果育龄女性在初次生育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具有外出工作的经历,那么其初育年龄

有可能推迟,终身生育数量也可能会减少;反之,生育行为可能不会发生明显改变,或者其预期未来外

出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较高,也许会提前完成生育;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各省(直辖市)
之间具有多样性,郭志刚(2003)将所有省(直辖市)按照政策生育率分为四个类别,即独生子女政策

为主的地区(政策生育率为 1. 0 ~ 1. 3),主要包括沪、苏、京、津、川、渝;独生子女政策与独女可生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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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混合的情况(政策生育率为 1. 3 ~ 1. 5),主要包括辽、黑、吉、粤、鲁、赣、鄂、浙、湘、皖、闵、晋;独女

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的情况(政策生育率为 1. 5 ~ 2. 0),主要包括豫、陕、桂、甘、冀、蒙、黔;
二孩及以上的政策地区(政策生育率 2. 0 以上),主要包括云、青、宁、琼、新[12]。 对应本文的样本情

况,江苏和四川省属于第一个类别,其余四省均属于第二个类别。 因此,本文拟用省份虚拟变量作为

计划生育政策的代理变量,以考察独生子女政策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率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1.数据来源

为捕捉农村人口变迁的全面景象,我们在 2010 年对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四川五省,2013 年对

吉林省进行了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位的整村抽样调查,整村的概念即为村内的所有住户和人口,包括

一个家庭内的所有成员,和已经完全迁离农村的家庭[13]。 抽样原则按照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对各省

等距抽取 20 个县,每个县选 2 个村民小组。 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为:2010 年的五省调查覆盖了 121
个县、203 个村民小组、7317 户、28021 人;2013 年吉林省样本包括 22 个县、38 个村民小组、1582 户、
5867 人。 虽然吉林省的调查是在第一次调查结束两年之后进行的,但由于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农村人

口的变迁情况,仅需要利用一些基本的人口特征数据,2010 年吉林省的相关数据可根据 2013 年的信

息推算得到。 因此,本文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为“2010 年冶的“六省冶调查数据。 分析之前删除无效

样本和重复样本,最终的样本总数为 32634 人。
虽然该项调查并不是一项专门针对生育行为研究的调查,但由于调查的范围是样本村庄内的全

部农户及其家庭所有成员,我们可以根据各成员关系推算出已生育孩子的女性的初育年龄以及已完

成整个生育期的女性的终身生育数量。 诚然,受制于数据处理方法本身的局限以及调查过程中一些

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推算结果必然会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 为减轻样本误差对研究结论的影

响,我们仅选取年龄 35 ~ 49 周岁的女性样本进行分析。 虽然这些育龄妇女并未完成整个生育周期,
但样本数据所涉及的六个省份均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的地区,35 岁以上育龄妇女继续生育

多胎的可能性较小,从而减少了由样本选择问题引起的偏误。
在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共涵盖的 32634 个观测个体中,女性占 51. 5% ,15 ~ 49 岁育

龄妇女人数为 9967 人,35 ~ 49 岁育龄妇女人数为 4800 人。 剔除无户主家庭、非“母亲冶与“女儿、儿
媳冶身份的女性,最终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数量为 4324 人。

2.生育水平与各影响因素的描述分析

(1)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变化趋势

图 1 给出了利用调查数据统计得到的 1961—1975 年出生(35 ~ 49 岁样本)的农村育龄妇女平均

终身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的变化情况。

图 1摇 1961—1975 年出生队列的平均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六省)

数据来源:作者对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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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出,平均终身生育数量的变化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除了 1961—1964 年出生的四个

队列由 1. 48 上升至 1. 59 之外,随后一直下降至 1975 年出生队列的 1. 33 的水平;相对应的,初育年

龄在出生最早的前四个队列中呈下降趋势,而从 1965 年出生的队列开始,逐渐从 23. 43 岁上升至 25.
65 岁。 很明显,这 15 个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终身生育数量与初育年龄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趋势。

图 1 中两条曲线开端部分与各自整体变化趋势不一致,有可能是由于家庭成员信息漏报造成的,
从全国层面的农村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来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1961—1975 年出生队列的平均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全国)

数据来源:《1982 年全国 1译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1988 年全国 2译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

表》,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对于初育年龄而言,两个数据来源的统计结果在绝对水平上相差 0. 5 ~ 1 岁,而变化特征几乎完

全相同。 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出生的育龄妇女队列在 80 年代刚好进入生育旺盛期,与此同时计

划生育政策不再主要通过鼓励晚育以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而是直接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冶政
策,并且 1980 年颁布的婚姻法规定男 22 岁、女 20 岁的最低婚龄,这些因素均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出生的育龄妇女队列初育年龄的提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终身生育率在图 1、图 2 中的表现而言,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不同的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终身生育率显著高于六省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前者由 2. 22 下降至 1. 88,而后者则由

1. 48下降至 1. 32。 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六省调查的样本全部都是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较为严

格的省份,因而绝对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合理的。
总之,通过图 1 和图 2 的比较,尽管两者在绝对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变化趋势基本能够

保持一致。 说明选取六省调查数据中的 35 ~ 49 岁育龄妇女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具有可信度,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全国农村人口平均生育水平的发展方向。
(2)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样本数据绘制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散点图也反映出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负向相关

性。 在图 3 中,横坐标指示生育数量,纵坐标为与之相对应的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 可以看出,初育

年龄越大的样本越可能落在较少的生育数量上,譬如在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中最大的初育年龄

在 40 岁以上,两个孩子的不到 40 岁,三个孩子的则在 30 岁左右。 就平均初育年龄的变化而言,生育

1、2、3 孩的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依次为 23. 89 岁、22. 91 岁和 22. 20 岁,呈逐级递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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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散点图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对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3)初育年龄、终身生育数量与其他各影响因素

表 1 描述了育龄妇女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与其他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表 1摇 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与其他各影响因素

变量 变量分类
初育年龄 终身生育数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年龄 35 ~ 39 岁 1276 25. 32 1276 1. 35

40 ~ 44 岁 1740 24. 55 1740 1. 46

45 ~ 49 岁 1308 23. 90 1308 1. 56

受教育程度(女) 小学及以下 2431 24. 27 2431 1. 49

初中 1597 24. 89 1597 1. 41

高中 264 25. 31 264 1. 46

大专或本科及以上 32 26. 66 32 1. 16

非农就业状况(女) 初次生育前未外出 3922 23. 87 3922 1. 50

初次生育前已外出 402 31. 56 402 1. 01

受教育程度(配偶) 小学及以下 1877 24. 26 1877 1. 48

初中 2010 24. 87 2010 1. 43

高中 391 24. 61 391 1. 51

大专或本科及以上 46 24. 63 46 1. 35

非农就业状况(配偶) 初次生育前未外出 3745 23. 78 3745 1. 50

初次生育前已外出 579 29. 75 579 1. 17

省份 吉林 798 25. 07 798 1. 27

江苏 1061 24. 89 1061 1. 25

安徽 613 24. 51 613 1. 62

河南 654 24. 53 654 1. 81

湖南 467 24. 12 467 1. 59

四川 731 24. 02 731 1. 44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对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我们按照 5 岁一组将育龄妇女在调查时点的年龄分为三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初育年龄最高的

组别为 35 ~ 39 岁年龄组,达到 25. 32 岁,随着代际的更替,初育年龄逐渐下降,而终身生育数量与初

育年龄的变化恰好相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对于受教育程度而言,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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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特别是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达到

26. 66 岁,而平均终身生育数量仅为 1. 16 个。 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在初次生育之前

已有过外出就业经验和未外出过的样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平均初育年龄较高,而终身生育数

量则较低。 在六个省份中,育龄妇女平均终身生育数量相对较低的是江苏省、吉林省和四川省,而初

育年龄从高到低依次为吉林省、江苏省和河南省。
(4)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 2 给出了本文用于分析影响育龄妇女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基本统计

特征以及对各变量的解释和说明。
表 2摇 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35 ~ 49 岁)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终身生育数量(人) 4324 1. 46 0. 71 0 6

自变量 初育年龄(岁) 4324 24. 59 6. 56 15 49

在 2010 年时的年龄(岁) 4324 41. 91 3. 94 35 49

受教育程度:从小学一年级起到完成学业(年) 4324 6. 18 3. 08 0 16

非农就业状况:初次生育之前是否外出就业(1 =
是;0 =否)

4324 0. 09 0. 29 0 1

受教育程度(配偶) 4324 6. 91 2. 89 0 20

非农就业状况(配偶) 4324 0. 13 0. 34 0 1

计划生育政策:省级虚拟变量(略)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对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四、实证结果分析

表 3 报告了模型(1)—(4)的 OLS 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2)、(4)主要用于分析不同因素对终

身生育数量的影响,而模型(3)描述了各因素对初育年龄的作用机制。 综合以上四个模型的估计结

果,本节拟对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负向相关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对二者及其相关性所发挥的作用

进行分析。
首先,模型(1)的 OLS 估计结果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这与

描述分析部分的统计结果保持一致。 在控制年龄因素的作用下,初育年龄增加一岁,终身生育数量减

少 0. 047 人。
其次,育龄妇女及其配偶的个人特征也会对终身生育数量产生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

并不相同,如模型(2)的结果所示。 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数量会显著减少,育龄妇女受

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终身生育数量相应减少 0. 017 个;然而,育龄妇女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终身

生育数量却显著增加。 对于在初次生育之前就已有过外出经历的农村女性而言,相比于未外出的以

及生育后再外出的群体,要少生育 0. 34 个孩子,配偶的外出将导致终身生育数量平均减少 0. 13 个。
正如本文分析框架部分所做出的解释,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及非农就业机会对终身生育数量的收入效

应可能更强,而女性则相反。 通过省级虚拟变量的作用可知,除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格的江苏省

外,其他省份的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均显著高于吉林省,说明独生子女政策对于生育数量起到一定的抑

制作用。
再次,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状况以及省级虚拟变量对初育年龄也具有显著的作用,并且各变量

的作用方向与模型(2)相反。 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外

出从事非农工作,初育年龄越大,而其配偶受教育程度的作用方向则为负,非农就业经历显著促进初

育年龄的推迟。 以吉林省为参照,其他省份的平均初育年龄均较小。 将模型(3)与模型(2)的计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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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比较来看,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变动会促使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朝相反的方向变化。
最后,考虑到还有一些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共同作用的因素未被包含在模型当中,如家庭

特征等,并且根据基本的生理规律,初育年龄的推迟本身就会压缩多胎生育的时间,减少生育甚至不

育的概率增加,我们将初育年龄和其他影响因素同时放入模型,实证结果如表 3 最后两列所示。 与模

型(1)和模型(2)的结果相比,除配偶的非农就业状况由显著负向影响变为正向影响(不显著)之外,
其各因素对终身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虽然并未发生改变,但是显著性几乎均有所降低,进一步验证了

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决策的结果。 另外,若将江苏省与其他省份

的差异视为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那么以吉林省为参照,江苏省这一虚拟变量的作用方向由正变

为负,也能够说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对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之间的负相关性起到了一定的阻

碍作用。
表 3摇 终身生育数量与初育年龄的 OLS 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初育年龄 -0. 047*** -32. 10 -0. 045*** -29. 91

年龄 0. 013*** 5. 50 0. 011*** 4. 10 -0. 011 -0. 46 0. 010*** 4. 30

受教育程度 -0. 017*** -4. 00 0. 137*** 3. 54 -0. 011*** -2. 78

非农就业状况 -0. 340*** -7. 37 5. 471*** 12. 88 -0. 094* * -2. 19

受教育程度(配偶) 0. 010** 2. 19 -0. 090** -2. 20 0. 006 1. 40

非农就业状况(配偶) -0. 130*** -3. 32 3. 140*** 8. 69 0. 011 0. 31

省级虚拟变量(以吉林为参照):

江苏 0. 025 0. 78 -1. 151*** -3. 99 -0. 027 -0. 95

安徽 0. 336*** 9. 34 -0. 725** -2. 19 0. 303*** 9. 26

河南 0. 546*** 15. 57 -0. 874** * -2. 71 0. 507*** 15. 87

湖南 0. 360*** 9. 28 -1. 795*** -5. 03 0. 279*** 7. 88

四川 0. 222*** 6. 53 -1. 940*** -6. 19 0. 135*** 4. 33

常数项 2. 054*** 18. 40 0. 883*** 7. 68 24. 933*** 23. 57 2. 001*** 18. 05

样本数 4324 4324 4324 4324

R2 0. 2019 0. 1287 0. 1414 0. 2784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对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摇 摇 注:*、**、***分别表示 10% 、5% 、1%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及启示

未来中国农村人口长期发展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将影响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经

济增长以及粮食安全。 而面对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状,能够决定新生人口数量以及

未来劳动力供给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对于人口变化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理论上讲,队列视角的终

身生育水平是真实生育水平的最直接表达,但会存在长达 35 年的时滞问题。 已有研究利用全国生育

率统计数据,证明了可将同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作为先验变量对终身生育水平进行稳定且准确的

估计,这一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终身生育水平的时滞期限。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微观个体

生育行为的分析,再次验证了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进一步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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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经历等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但育龄妇

女与其配偶的个人特征作用并不一致,这是由于二者对于生育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收入效应和替代

效应。
文本的研究结论为农村人口变化趋势的长期预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可行的方法,以期为相

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另外,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度的变

化趋势,估计未来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分析并预测劳动力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可能产生

的影响,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应对这种变化,以保障粮食安全基本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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